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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早提出“因声求义”的人。 方以智继承了戴氏的思想，并在自己古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

音”，在方言的运用、假借和通假等用字情况的处理、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对戴侗的学说加以发展，为后世乾嘉学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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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声求义”，就是通过考求古音以求古义的训

诂方法，可以由此确定通假字，考察同源词。 一般认

为，这种方法创始于清代乾嘉学者王念孙、段玉裁等

人［１］１５６－１５９。 实际上，只是因为清代古音研究进入了

全面、成熟的阶段，乾嘉学者才得以熟练而正确地运

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解决了许多训诂学上的难题。
声训这一重要训诂方法早在先秦时就已经萌牙，两
汉时更是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但它还不足以成为一

种科学的方法，刘熙的《释名》多为后人指责之处正

是在于他使用声训时大量掺杂了主观臆测的成分，
使其结论不足为信。 虽然郑玄早已“就其原文字之

声类考训诂” ［２］１３上，孔颖达提出了“义存于声” ［３］１８３，
但宋末元初的戴侗才是“最早提出‘因声求义’的训

诂方法的人” ［４］２０２，到明末，“方以智发展了这种重

要的研究方法” ［４］２０２，为乾嘉学者的研究起了导夫先

路的作用。
戴侗，字仲达，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宋理宗淳

祐年间进士，卒于元初。 除了一部 ３３ 卷的《六书

故》留于世间，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见。 他的《六书

故》是一部专用“六书”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文字的著

作，被四库馆臣批评为“非今非古，颇碍施行”，大约

因此而一直被人冷落。 但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理论的

角度来考察这部书，还可以看到其中闪耀着超越时

代的语言学思想光辉。 正是因为戴侗对语言有了科

学的认识，他才能挣脱文字的束缚，提出“因声求

义”的方法以泽后人。 戴侗生平简略，给我们的研

究带来极大的不便，方以智在他的《通雅》中多处提

到“直翁”，“合溪”，或引证，或批驳，疑即戴侗，苦无

确证，姑存疑于此。
方以智则比戴侗名声显赫得多。 他是明末四公

子之一，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和语言学家。
《通雅》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正文 ５２ 卷，加上卷首的

３ 卷，实为 ５５ 卷。 虽然它和明代其他雅学著作一样

以“雅”命名，但“实际上是一部博大精深，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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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著作 ,很象一部百科全书
汀5)25。

方以智的学

术成就 ,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注重继承。他说 自

己是
“
函雅 故 ,通 古 今

”[6]3,强
调

“
古 今 相 积 而

成
”[6)6,又

说
“
古今 以智相积

”[6]1,因
此他

“
以经史

为概 ,遍 览所及 ,辄 为要删。古今聚设 ,为 徵考而决

之 ,期 于通达
”[6]3。

钱澄在他所作的《通雅》序中称

赞方以智 :

凡生平父师所诂 ,目 所涉猎 ,苟 有可纪者 ,

无不悉载 ,即 一字之疑 ,一 言之讹 ,一 画之舛 ,亦

必详稽博考 ,以 求其至是。
[6]1588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 ,都是建立在前代研究成

果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以上的引述 ,我 们可以看出 ,

方以智重视前辈的学术成就是勿庸置疑的。翻开

《通雅》,也 不难看出 ,方 以智这本
“
要其三十年心

血
”∶61“ 88的

书是吸取了各家之精华的。对于韵书 ,

他提到了
“
详考诸家

”[6]37。
对于字书他则说 :

近代魏校、王应电、吴元满、朱谋玮 ,因 郑

樵、杨桓、戴侗、周伯琦而造附古文。二徐锴铉、

张有、郭忠恕 ,二 赵捣谦宦光、柴广进 、李士龙专

守《说文》,古 人寄托通用 ,后 加分别。今不可

不知其故。临文通九经、《史》、《汉》,而 概依

《正韵》已矣。署书行槁,取 态不拘。字从篆

始 ,方 知画沙印泥之妙。
[6]”

可见 ,方 以智著书是在遍考群书的基础上完成

的 ,并且也明确提到了戴侗 ,他在著述过程中也就不

可能不对戴侗的《六书故》进行研究 c

同时 ,方 氏学风严谨 ,不 迷信权威 ,他 指出 :

《说文》漏略,李 巽岩叹之 ,如 直翁、伯厚

《考异》所引,多 非今本。合溪动引唐本、蜀本、

徐本 ,吴 正仪之《说文》,亦 不同,正 当辑之。而

凡夫于《六书故》所引《尚书》之亮,皆 不信别书

所引,则 似未过 目也。大约止翻宇书,未 淹经

史占
[6]16

方以智对那种
“
未过 目

”
便引书的作风是嗤之

以鼻的,他 自己则是经过考察后再择善而从。
“
考

古所以决今 ,然 不可泥古也
”[611正

是说明方以智的

治学是从实际出发 ,经过征实的。他对戴侗的著述 ,

也采取了这种态度。他提到 :

辩许氏者 ,郑 氏、颜之推已然矣。李阳冰刊

定《说文》,郑 渔仲《六书略》、《七音略》,益 从

而辩证之 ,详 论假借 ,推 古文,正 小篆之失。元

杨桓作《六书统》,门 人刘泰畅之,永 嘉戴侗起

114

而训定,是 非相半。周伯琦《正讹》,大 半侗书

也。
[6∶ 51

可见 ,方 以智不但认真研读过戴侗《六书故》,

而且将其与前后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比较 ,对 《六书

故》是作了充分研究的。在方以智其他地方的论述

中,也 时常可以见到他对戴氏的批评和纠正。如 :

祆自非袄 ,唐 官品有祆正 ,音 轩,徐 铉所补 ,

张有、戴侗作袄 ,非 。
[6]:

原来 ,戴 侗在《六书故 ·六书通释》中有这样的

论述 :

大概古书假借居多 ,《 史记》《汉书》亦有假

借不当物者 ,若 ⋯⋯妖之为袄与沃 c7∶
9下

又如 ,在 《六书故》卷五
“
崧

”
字条下 ,戴 氏说 :

“
孙俪、徐铉合崧与嵩为—字 ,非 也cⅡ

7171巳
方以智则

说 :“ 崧、嵩一字。孙俪、徐铉合为一字者 ,戴 侗非

之 ,不 必矣。《说文》止有崧 ,嵩乃新附。
Ⅱ6Ⅱ 孰

看来 ,方 以智研读《六书故》,不 仅考镜源流 ,同

时也辨章学术 ,难 怪四库馆臣也说他
“
考据精核

”
。

细致的研渎为方以智接受并继承、发展戴氏
“
因声

求义
”
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方以智继承戴氏思

想 ,在许多具体的字条下都有很明显的痕迹。如戴

侗在
“
日耍

”
字条下说道 :

按《书》、《传》眶、煨、燠多互用 ,侗 谓从者

乃管切 ,从 爰从亘者许元、况晚切。(《 六书故》

卷二 )∶

7i22上

我们完全可以把戴侗的这一论述看作是他对同

源字所作的合理探索 ,“ 谐声字的意义有时可以与

其声旁相通 ,有 时可以与其同一个声旁的谐声字相

通⋯⋯这虽是汉以来相传
‘
声训

’
的方法 ,不 免有牵

强附会之说 ,但 也不失为一种寻求语 义本源 的途

径。
Ⅱ:1:‘8方

以智则在
“
喱、硬、燠、媛

”
条下一字不漏

地引用了戴 氏的论述 ,只 将原文 中的
“
侗谓

”
改为

“
大氐

”
:

'  
眶、硬、燠、煨互用⋯⋯按《~i,》 、《传》暄、

崾 、燠、嫒多互用 ,大 氐从者乃管切 ,从 爰从亘者

当许元、况晚切。
[6]”

方以智这一组由谐声而得出的同源字 ,从举证

例字到总结规律都显然是由戴侗而来c《 通雅》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戴侗对方以智的影响由此可

见一斑。



二

唐兰先生认为，戴侗“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

以后，惟一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 ［９］２２。 《六书

故》卷首的《六书通释》集中体现了戴侗杰出的语言

学思想。 其中谈到了语言文字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这是他对许慎的继承。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庶
业其繁，饰伪萌生” ［１０］７５３下是文字产生的原因，戴氏

则说是 “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画竹木以为识

者” ［７］３下。 戴侗还进一步推测了造字由简至繁的过

程，认识到：语言产生于文字之前，文字是语言高度

发展后产生的记录符号：
　 　 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于文，义与

声俱立，非生于文也。［７］３下

这一认识成为戴侗提出“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
因为只有正确区分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说明了文

字作为语言载体的地位，才能清楚地看到语言是第

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才能意识到意义和文字的

关系远不如它和声音的关系密切，也才有可能从声

音入手，探求字义。
由于《六书故》是专用“六书”理论来进行研究

的著作，所以当戴侗从许慎所提出的“六书”角度来

一一进行考察时，发现了汉字从象形向表意和表音

发展的规律：
　 　 象形、指事犹不足以尽变，转注、会意以益

之，而犹不足也，无所取之，取诸其声而已矣。
是故各因其类而谐之以其声……五者犹不足以

尽变，故假借以通之，而后文字之用备焉。［７］４上

再经过分门别类的研究，他发现：
　 　 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
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

字之情也。［７］４下

至于谐声，则非声无以辨义矣。［７］４下

至于假借，则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
可以意会，不可以类传，直借彼之声以为此之声

而已耳。 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７］４下

汉字中，形声字最多，假借字变化最大，二者欲

求其义必先求其声，掌握了声音这一关键，就可以求

出大部分汉字的意义。 戴震就曾指出：“夫六经字

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
为表里。 训诂明，六经乃可得。” ［１０］８０１下所以，“因声

求义”不仅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经过以上的分析，
戴侗得出结论：

　 　 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

因文以求义矣；训故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

因声以求义也。［７］４下

戴侗由此明确提出，训诂之学需要确立“因声

求义”的方法，这在训诂学上是第一次。 中国传统

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往往是从文字的角度出发

的。 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训诂学家们往往不能处

理好文字同语言的关系，仿佛文字可以绕过声音而

直接代表意义，这种重形不重音的特点，从许慎以来

一直占主导地位，因而词义的研究往往被文字的形

体束缚，而不大重视通过语音来考察词义。 戴侗提

出“因声求义”的方法，引导学者们注意到声义的关

系，为训诂学另辟蹊径。
基于戴氏的论述，方以智在《通雅》中也明确提

出：
　 　 欲通古义，先通古音。［６］２２

此书主于折衷音义。［６］５

唯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

也。［６］２２２

……以便学者之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

也。［６］２４１

但方以智对这一点的认识来源与戴侗有所区

别。 戴侗是从对六书的分析而提出“因声求义”的，
方以智则是从他对古音研究的体会中注意到古音古

义的联系。 方以智在古音研究方面是颇有心得的。
他在古音声母方面，先于钱大昕证明了古音舌头、舌
上不分和“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这两条规

律。 在古韵方面，他还注意到了《广韵》的韵部在古

韵中有相互通转关系的韵部可以合并。 有了古音基

础，方以智考察词义时运用“因声求义”也就更为自

觉和准确。 如他考释“鲖误音纣”条时说：“鲖从同，
自音同，推因古人口齿同重相混，如種穜通用， 衝、
鍾鐘 皆 是 一 声。 《 后 汉 书 》 引 爞 爞 为 烔 烔， 可

证。” ［６］８６戴侗也注意到了这个字有不同读音和不同

的写法：“鲖，徒红切又篆蛹切，……又作 。”（卷二

十） ［７］３７４上但因为他缺乏古音基础，因而不能注意到

“同”“重”之间的声音联系，只能在理论上探讨一番

“因声求义”的道理。 方以智比起戴侗来，自然是大

大进了一步了。
方以智强调音义关系，也从方言入手，这与戴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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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戴侗在《六书通释》中说 :

凡方言 ,往 往以声相禅 ,虽 转为数音 ,实 在

字也 ,不 当为之别立文。
[7】 13下

但戴氏只注意到各个方言中对同一事物的名称

不同 ,他认为这实为声转 :

母古音莫古切 ,又 莫比切 ,今 俗通呼莫下

切 ,吴 人莫回切 ,又 上声 ,蜀 人 即无切 ,淮 南呼

社 ,别 立妈、祖、酏文 ,皆 非也 ,《 博雅》:孀 豚 ,乳

母也 ,女 蟹切 ,今 俗谓乳母 为孀。汉人谓母媪

姥。凡此皆一音之转也。
[7Ⅱ 下

戴侗此处关于方音的论述多有舛误 ,但毕竟他

注意到了方言之间的声转现象。我们对照方以智的

《通雅》可以发现 ,方 以智也引进了方言的因素。他

在卷二
“
母声之转

”一条中也认为
“
方音不同 ,皆 自

母而变
”[61r。

不过他看到了更深层的一个规律 :

“
愚以为上古本通为一字 ,而 随后即分母之别 ,自 周

列国时即分矣 ,转 为无莫等。
”∶6]lⅡ

也就是说 ,方以智

看到了这些方言之间
“
声转

”
的字在上古的同源关

系 ,把戴侗注意到的方言
“
声转

”
现象推进了一层 ,

这对同源词的研究起到了开创之功 ,也 奠定了方言

在同源词研究中的地位。
′

他在论述方音之用时说 :

欲通古义 ,先 通古音。声音之道 ,与 天地

转 ,岁 差 自东而西 ,地 气自南而北 ,方 言之变 ,犹

草木移接之变也。历代训诂、谶纬、歌谣、小说 ,

即具各时之声称 ,惟 留心者察焉。
∶6]夕

世变远矣 ,字 变则易形 ,音 变者转也。变极

反本。且以今 日之音徵唐宋 ,徵 两汉 ,徵 三代 ,

古人多引方言以左证经传。方言者 ,自 然之义

也 ,以 音通古义之原也。
∶6]’ 9

方氏提出了
“
欲通古义 ,先通古音

”
,很 显然 比

起戴侗简单的
“
因声求义

”
来是大大进 了一步 了。

他从历时的角度观察语言 ,更 清晰地看到了语言的

发展变化的性质 ,也就离科学的语言观更进了一步。

在实践中 ,方 以智的论述也屡屡用到方言的证

明。如卷一
“
羝通为无、亡、勿、母、莫、末、没、毛、

耗、蔑、微、靡、不、曼 、瞀 ,盖 —声之转也
”∶6]95之

例 ,

方以智除了对戴侗未提到的
“
一声之转

”
的字作 了

补充 ,又 引用了大量事例 ,同 时也说 :

智按 :河 北读没为门铺切 ,而 江楚广东则呼

无日毛 ,黄 皤 绰赐 绯 毛 鱼袋 ,则 信古有 此语

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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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方 以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操作

中 ,都对方言十分重视 ,这是对戴侗的重大发展。

戴侗强调文字
“
莫变于假借

”
,他认为 :

所谓假借者 ,义 无所因,特 借其声 ,然 后谓

之假借。
[7]7上        :

求诸其声则得 ,求 诸其文则惑。
[7]4下

四库馆臣评论戴侗 的假借观点
“
说亦颇辩

”
。

因为他从声音观点出发区分了引申义和假借义 ,对

许慎的
“
令长是也

”
之例重新做了分析 ,认 为是引申

而非假借 ,真 正的假借是
“
韦背

”
之

“
韦

”
用 为

“
韦

革
”
之

“
韦

”
,“ 俎豆

”
之

“
豆

”
用 为

“
豆麦

”
之

“
豆

”

∶71(颂 上
。裘锡圭先生指出 :“ 词义引申是一种语言现

象 ,借字表音则是用文字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 ,二 者

有本质的不同。
”“

但是清代以前的文字学者绝大多

数是把引申包括在假借里的。
”∶u]lO2∞ 3将

引申和假

借混为一谈 ,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声义的关系 ,也

就不可能提出
“
因声求义

”
的训诂方法。

但是 ,戴侗只讲到假借 ,并 没有说明还有通假的

现象。他在运用中把二者混为一谈。如卷二 :

莫 ,莫 故切 ,日 将昏也 ,从 日在草中,昏 莫之

义也。又转为末各切 ,冥 莫暗也。《诗》云 :葛

之覃兮 ,维 叶莫莫。荒莫上蔽也 ,与 幕通 ,亦 作

寞 ,广 莫辽绝也。皆由正义而引之。又借用为

草名 ,《 诗》云 :彼 汾沮洳 ,言 采莫莫。莫故切。

又借为无有之义 ,莫 、末、蔑、靡声义相近。
[7∶ 20上

他区分了引申义
“
皆由正义而引之

”
和假借义

“
借用为

”“
借为

”
。但是 ,“ 莫

”
与

“
幕

”
是本有其字

的通假 ,和
“
无有之义

”
的

“
莫

”
是本无其字的假借 ,

他都混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方以智是十分注意
“
转借

”
这一现象的。

“
名为

六书 ,一字并存
”

,“ 特以因形之事 ,附声见意 ,而 意

多字少 ,转 借为多
”[6]14。

他认为 ,一 个字可以用六

书中的好几种方法造成 ,用形体代表这个事物 ,用声

音表示意义。当形体不足 以表示意义时 ,就 多用
“
转借

”
,即 同音代替。这一有关文字学的观点是否

正确暂且不论 ,但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方 氏由此注意

到了
“
借字表音

”
这一现象 ,从 而得以深人地探讨语

言中声义的关系 ,并 坚实了
“
因声求义

”
的理论基

础 :



　 　 音一定，故莫逃，字有尽，故转借。［６］２９

音义何始乎？ 无声有声，而义生焉。 音心

曰意，而用于形声，其事咸宜，其义乃显。［６］３０

音有一定之转，而字随填入，无如后世定为

典要，则不得不重考究以通古今耳。［６］１０９

把众多“因形求义”的问题都归为“转借”未免

欠妥，但不可否认，方以智跟随戴侗开辟的道路，冲
破了文字形体的束缚，正确认识到声义的关系，为后

来学者打开了新思路。
方以智还对假借和通假作了粗浅的划分：
　 　 特以因形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
借为多。［６］１４

这里说的是造字之初的情况，此处“转借”指的

是本无其字的假借。
　 　 大约古多转假，后多增加，缀文之士随手通

书，推论之家分别专主，中有异而同，同而异者，
不能尽引。［６］３２０

这里则是说用字的情况了，讲的是本有其字的

通假。 虽未明确阐述，但比起戴侗含含混混概而论

之的“假借”已是进了一步了。
在实际操作中，戴、方二人对假借的处理也都趋

于一致。
如《六书故》卷四“堋”字条下，戴侗说：“通用

窆。”方以智在《通雅》卷一“封别为堋窆”条下，论证

了封读为窆字，“亦作堋，封之为义”。 “后人好分别

而借音，则止当用堋。” ［６］８４然后引用了多条书证，说
明“封”、“堋”、“窆”三字古音相通，因而是通假字。
很显然，方以智不仅接受了戴侗“借声谓之假借”的
观点，而且在具体的处理中，视野比戴侗更加开阔，
材料也更为丰富，结论当然也就更具说服力。

四

值得注意的是戴侗和方以智用“因声求义”的

方法进行同源词的研究。 戴侗在《六书故》中注意

了一些音义有关的词，称为“一声之转”、“声义相

通”、“声通义近”、“声义相近”、“义近同声”、“声义

相迩”、“声相近义相同”、“声义通”等，并归纳出 ４８
组这样的词［３］２０５。 这 ４８ 组词，方以智大多予以论

证，称呼也与戴侗相似。 如戴侗有述：
　 　 爾：借为爾、女之尔，又借为辞助……爾与

然声义相通，亦通作尔。 （卷一） ［７］１７上

女：借为爾、汝之女，爾吕切。 吾、卬、我、
台、予，人所以自谓也，爾、女、而、若，所以谓人

也，皆一声之转，亦作汝。 （卷九） ［７］１５７下

如若：又借为谓人之辞。 爾、汝、而、若同

声，皆谓人也。 （卷十一） ［７］２０８上

方氏则将其归纳为：
　 　 尔、你、而、若，乃一声之转：爾又为尔，尔又

音宁礼切，俗作你，犹兒之有倪音也。 祖禰为

姓，亦音你。［６］９７

台、余、吾、我一声。［６］８９

戴氏仅以“人所以自谓也”说明它们之间的意

义联系，方氏却从大量的书证材料出发来证明它们

在上古时期是可以通用的。 如：
　 　 余、台一声，而余亦通吾，如驺虞亦作驺吾，
鱼山亦作吾山是也。［６］９０

随后他用石古文的字形证明了“吾我一声之转”，还
使用了大量从戈之字和从台之字以证其通，又把字

音和字形联系起来，中间还附带与颜之推、郑玄等进

行了辩论，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智按：（予、余）古实相通，曰“予一人”，义
既为余则声亦随之矣。 古以余为斜，故以予为

余。 俣衙读语与，可平声，牙读互，此其证矣。
《说文》专主分别，有不得不如此立说者。［６］９０

但是，毕竟方以智所处的时代古音学才开始萌

芽，他所证明的“余亦通吾”，其实并不符合实际。
“吾”、“我”、“卬”古音当为疑母，“台”、“予”古音则

为喻母四等，戴侗缺乏古音基础而把它们合为一组。
方以智其实并不这样认为。 他明确地说“余、台一

声”，“吾、我一声之转”，是两组不同源的词，其他地

方的论述也表明他认为疑母字和喻母四等字并不相

转。 方以智生硬地以“余亦通吾”把两组词穿接起

来，正是为了迎合戴侗的观点［１２］７４。
又如，戴氏论及：
　 　 莫：又借为無有之义，莫、末、蔑、靡、罔同

声。 （卷二） ［７］２０下

微：又与非及无通，非、微、無、声相近。
（卷十六） ［７］３０２上

蔑：为無靡之义，無、微、蔑、末同声。 （卷

十七） ［７］３１６下

靡：靡之声与蔑、莫、無、罔相通，故其借义

亦相通。 （卷十九） ［７］３５７上

罔： 罔 与 無、 勿 声 义 相 近。 （ 卷 三 十

７１１

　 　 陈　 颖　 试论方以智对戴侗“因声求义”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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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5:7下

方氏则概而言之 :

椠通为无、亡、勿、母、莫、末、没、毛、耗、蔑、

微、靡、不、曼、瞀 ,盖 一声之转也。
∶6∶ Ⅱ

经过方以智的一番整理 ,原 本孤立 的
“
一声之

转
”
的字联系起来了 ,使人更加清楚地看到 ,这 一组

字虽然在字形上毫无联系 ,但 从古音上和古义上都

可以互相证明它们之间有着同源的关系 ,从 而使人

认识到
“
因声求义

”
的意义所在。他还不厌其烦地

列举了《易经》、《论语》、《尚书》、《史记》、《礼记》、

《左传》、《诗经》、《汉书》及诸子之例以证其通 ,因

为如果仅从字音上说其相通 ,是 不足以服人的,还 需

要从字形和书证上找到证据。这是对戴侗单纯的
“
因声求义

”
的一大发展。

同时 ,方 以智把同源词分成两大类 :一 是异类之

同名的词 ,即那些声音相同 ,同 时在词义上有明显的

内在联系的词 ;二是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相同或

相关的词。前者如 :

昆仑 ,言 浑沦也。山作幌巷 ,人 貌浑仑 ,亦

称岷仑。并通混沌、坤屯、困敦。
∶6∶ 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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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O+

这样的分类揭示出了同源词的两个最重要的来

源 :一种是在一个共同的词的内部形式的作用下 ,词

义指向属性变化 ,而 变化了的几个词义又密切相关 ;

另一种是在时间和空间变化的作用下 ,词 的语音形

式发生变化 ,而 词义仍然相同或相关c这是他的一

大创见
[!2]74,也

是对戴侗的重大发展 c

综上所述 ,方 以智在
“
因声求义

”
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都是和戴侗一脉相承的。戴侗确立了
“
因声求

义
”
的训诂原则 ,并 用之于定通假 、求同源的语言实

践。方以智顺着戴侗开启的思路继续探索 ,使 之条

理化 、明晰化 ,并 和他杰出的古音观点 、方音观点结

合起来 ,成为乾嘉学者走 向训诂高峰的铺路石。当

然 ,在 明代古音学刚刚开创的情况下 ,他 在通过古音

考求古义方面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这 是历史所

限c正如方以智 自己在《通雅 ·自序》中所言 :“ 因

前人各列以贻人 ,因 以起疑 ,因 以旁徵 ,其 功岂可没

哉 !今 日之合而辩证也 ,固诸公之所望也 cⅡ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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